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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耶稣会士阳玛诺是明清中国天主教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阳

玛诺于 1610 年进入中国内地，1659 年在杭州去世，在华约半世纪。阳玛诺曾

进京翻译西洋天文历法书籍，受荐参与招募葡兵与引进西洋大炮，历经韶州、南

京、福建教案，两次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长达十八年，先后传教浙江、江西、

福建等地。作为在华耶稣会的领导人物，阳玛诺在南京教案后恢复耶稣会在华活

动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在担任耶稣会首任中国副省会长期间促进了传

教区的稳定和发展。阳玛诺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叶向高等信教、

友教人士交往密切，致力于将译书修历计划付诸实践，编撰了数本天文与宗教书

籍，推动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受到中国环境与自身经历的塑造，阳玛诺继

承了利玛窦的适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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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Manuel Dias Júnior, 1574-1659），1610 年入中

国内地传教，1659 年卒于杭州，在华近半个世纪。阳玛诺曾受荐进京译书修历、

募兵铸炮，历经韶州、南京、福建教案，两次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长达十八

年，先后传教于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著有《天问略》《圣经直解》《轻世金

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正诠》等书，是明清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

要人物。 

迄今为止，学界对阳玛诺所著《天问略》等著作关注较多，而对其在华活动

的研究则相对不足。1由于既有研究对耶稣会史料的系统发掘仍不充分，阳玛诺

的生平，其在南京教案、译书修历、译名之争等事件中的活动，以及在耶稣会中

国传教区发展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尚未得到应有重视。因此，本文将利用阳玛

诺等耶稣会士书信、耶稣会中国年信等西文手稿档案，结合中文资料，完整考述

阳玛诺在华事迹，呈现阳氏个人形象及其在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的地位。 

一、在华早期：译书修历、南京教案与重返京师（1610-1623） 

1574 年，阳玛诺生于葡萄牙卡斯特罗·布朗科（Castelo Branco），1593 年

2 月 2 日加入科英布拉耶稣会初修院，1596 至 1600 年于耶稣会学院学习哲学，

 
1 费赖之、荣振华、方豪撰有阳玛诺小传，是研究者参考之基础：费赖之（Louis Pfister）著，冯承钧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 110-115页；荣振华（Joseph Dehergne）著，

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 184-186页；方豪，《中国天主

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第 122-123页。陈占山的《葡籍耶稣会士阳玛诺在华事

迹述考》似唯一专述阳玛诺在华事迹的论文，但囿于史料匮缺，叙述较为粗略，见《文化杂志》1999年

第 38期，第 87-96页。另有学者对阳玛诺参与修历译书一事有所涉及，但重点在于阳氏所著《天问略》，

见姚立澄，《关于〈天问略〉作者来华年代及其成书背景的若干讨论》，《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156-164页；Henrique Leitã o, “The Contents ãnd Context of Mãnuel Diãs’ Tianwenlüe,” in Luí s Sãrãivã 

ãnd Cãtherine Jãmi eds.,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I: The Jesuits, the 

Padroado and East Asian Science (1552-1773) (Singã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8), pp. 9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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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 年 4 月 11 日前往印度。1阳玛诺在写于 1616 年 9 月 15 日的书信中称自己

“来东方已十五年，果阿三年，澳门学院六年，中国内地六年。”2《圣教信证》亦

载：“阳玛诺，字演西，路西大尼亚国人。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至。”3故阳玛诺于

1604 年从果阿前往澳门，1610 年入中国内地传教。 

1611 年，阳玛诺与费奇规（Gaspar Ferreira, 1571-1649）传教韶州。次年，

因韶州城中官员、僧人和百姓反对，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城，被迫放弃韶州住院。

4随后，阳玛诺和费奇规前往南雄。因费奇规与南雄官员相识，耶稣会士受到友

好对待，并在南雄建立教堂。5对于刚接触中国教务的阳玛诺来说，韶州教案如

同一个下马威，阳氏应意识到谨慎行事和结交中国官员的必要性。 

1610 年，因日食预报错误，朝中呼吁改历，礼部遂奏请翻译西洋历法书籍。

6耶稣会士积极参与译书修历的筹备，认为该计划有助于在华传播天主教。7龙华

民（Nic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特别指出，历算是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开

辟传教点的最佳手段之一，应派遣两到三名神父致力于译书而留其他神父发展

 
1 Henrique Leitã o, “The Contents ãnd Context of Mãnuel Diãs’ Tianwenlüe,” pp. 99-100; 荣振华：《在华耶稣

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 185页。 

2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ãssistente dã proví nciã de Portugãl em Romã (阳玛诺，《致驻罗马的葡

萄牙教省参赞神父》), 1616.9.15, Mãcãu, ARSI, JS, 17, fl. 10. 

3 韩霖、张赓，《圣教信证》，载张西平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辑第

38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第 46页。路西大尼亚国（Lusitã niã），即葡萄牙。 

4 Niccolo  Longobãrdo, Cãrtã ã nuã dãs reside nciãs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12 (龙华民，《1612年耶稣会中国

住院年信》), 1613.2.20, Nãnxiong, ARSI, JS, 113, fls. 248-248v. 

5 Mãnuel Diãs Se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provinciãl dã I ndiã (李玛诺，《致耶稣会印度教省会长神父》), 1612.12.8, 

Mãcãu, ARSI, JS, 15-Ⅱ, fls. 204v-205. 

6 《明神宗实录》卷 490，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第 9219-

9220页。 

7 Niccolo  Longobãrdo, Cãrtã ã nuã dãs reside nciãs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12, fls. 219-2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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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11612 年 9 月，龙华民离开北京，前往南雄，11 月下旬前抵达。2此时，

阳玛诺应也在南雄。龙华民可能发现了阳玛诺的中文著书才能及其掌握的天文

知识，故派阳氏前往北京，参与译书修历。 

1613 年，李之藻（1571-1630）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举荐耶稣会士

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6）、龙华民、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

1575-1620）和阳玛诺翻译西洋历法书籍。3阳玛诺正是借此机会首次进京。1613

年 5 日，阳玛诺已居于北京。41614 年的某段时间里，阳玛诺和熊三拔在利玛窦

墓园居住了近二十天，期间阳氏完成了《天问略》。5 

译书修历计划体现了利玛窦采取的科学和书籍传教方法，但这一适应策略

在耶稣会内部并非没有争议。时任耶稣会日本教省会长瓦伦丁·卡尔瓦略

（Valentim Carvalho, 1559-1630）反对耶稣会士参与修历，令阳玛诺巡阅传教区

并宣布禁止传教士向中国人教授数学、天文知识的命令。61615 年初，阳玛诺与

庞迪我居于北京。此年晚些时候，阳玛诺收到指令，开始巡阅。据龙华民写于 1615

年 11 月 27 日的书信，“由于日本教省会长无法亲自前来，便令阳玛诺神父替其

 
1 Niccolo  Longobãrdo, Informãçã o dã missã o e cãsãs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13 (龙华民，《1613年耶稣会中

国传教区与住院信息》), 1613.4.13, Nãnxiong, ARSI, JS, 113, fl. 293v. 

2 Sãbãtino de Ursis, Principiãm ãs notí ciãs do ãno de 1612 (熊三拔，《1612年消息》), Beijing, BA, JA, 49-V-

5, fl. 124; Niccolo  Longobãrdo, Cãrtã ão pãdre Clãudio Aquãvivã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龙华民，《致

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1612.11.21, Nãnxiong, ARSI, JS, 15-II, fls. 195-196v. 

3 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载郑诚辑校，《李之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8），第 18-23页。 

4 Niccolo  Longobãrdo, Cãrtã ão pãdre Clãudio Aquãvivã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龙华民，《致耶稣会总

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1613.5.14, Nãnxiong, ARSI, JS, 15-II, fl. 269. 

5 Sãbãtino de Ursis, Principiãm ãs notí ciãs do ãno de 1614 (熊三拔，《1614年消息》), Beijing, BA, JA, 49-V-

5, fls. 148v-149. 

6 Sãbãtino de Ursis, Cãrtã ão pãdre Nuno Mãscãrenhãs ãssistente dã proví nciã de Portugãl em Romã (熊三

拔，《致驻罗马的葡萄牙教省参赞马什卡雷尼亚什神父》), 1617.12.2, Guãngzhou, ARSI, JS, 17, fl.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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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阅住院，因此阳玛诺神父正在进行他的巡阅”。1 

目前尚未发现阳玛诺本人对卡尔瓦略禁令态度的记载，撰写《天问略》和传

达禁止历算的命令似存矛盾。但回顾阳玛诺经历可知，阳氏进入传教区不到三年

便在龙华民的派遣下前往北京，且达到上级预期完成了《天问略》，随后又受命

巡阅传教区并宣布卡尔瓦略禁令。阳玛诺应是按照传教区上级的命令行事，这一

矛盾体现了阳氏的服从性。此外，阳玛诺在《天问略》正文开篇称“最高者即第

十二重为天主上帝”及其自序中“造物主”、“天主”、“真主”等语，2较为直白地将天

主教植入一部为修改中国历法而作的历算书中，无怪乎四库馆臣称其用意极为

诡谲，故删去原序。3阳氏此举，既是 17 世纪天主教欧洲知识一体性的客观体

现，也是耶稣会士借科学引入神学而刻意为之的主观行动。无论如何，阳玛诺已

践行了利玛窦所采取的适应策略。 

就在耶稣会士为是否参与修历争论之时，南京教案爆发。万历四十四年

（1616）五月，4沈㴶上《参远夷疏》，揭开南京教案序幕。七月二十一日，耶

稣会士王丰肃（Alfonso Vagnone, 1566-1640）、谢务禄（Alvaro de Semedo, 1585-

1658）及数名教徒被捕。八月，沈㴶上《再参远夷疏》。十二月，沈㴶上《参远

夷三疏》，得旨驱逐传教士。于南京被捕之王丰肃、谢务禄5与在京之庞迪我、

 
1 Sãbãtino de Ursis, Principiãm ãs notí ciãs do ãno de 1615 (熊三拔，《1615年消息》), Beijing, BA, JA, 49-V-

5, fl. 154v; Niccolo  Longobãrdo, Cãrtã ão pãdre Nuno Mãscãrenhãs ãssistente dã proví nciã de Portugãl em 

Romã (龙华民，《致驻罗马的葡萄牙教省参赞马什卡雷尼亚什神父》), 1615.11.27, Nãnxiong, ARSI, JS, 16-

Ⅱ, fl. 234v. 

2 阳玛诺，《天问略》，载张西平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2 辑第 3 册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第 119-234页。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 895页。 

4 本文中历年月日采用汉字表示，西历则用阿拉伯数字。 

5 教案平息后再进入内地时，王丰肃改名高一志，谢务禄改名曾德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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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三拔被遣返至澳门。1 

阳玛诺虽名列沈㴶所控告的耶稣会士之列，2但恰因其前往澳门汇报巡阅情

况而躲过抓捕。1616 年 3 月 18 日，在京耶稣会士已收到阳玛诺写于南昌的书

信。3早于 1616 年 9 月 15 日，阳氏已抵达澳门，且已向卡尔瓦略和时任耶稣会

日本—中国巡阅使维埃拉（Francisco Vieira, 1555-1619）汇报了巡阅情况。此时

阳玛诺尚不知教案爆发，着手返回传教区，计划再带几名传教士进入内地。该年

底，阳玛诺得知耶稣会士和教徒被捕，暂时放弃返回内地。4 

在 1616 年 12 月 26 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维特里斯奇（Mutio Vitelleschi, 

1563-1645）的书信中，阳玛诺根据从内地寄来的信件，向总会长汇报了教案经

过、爆发原因以及教徒表现。特别重要的是，阳玛诺详细说明了他对传教方式的

看法和建议，包括如下四点：第一，南京住院过于引人注目，应按照中国建筑风

格修建朴实、低调的房屋。这一点回应了沈㴶对耶稣会士的指控，即传教士在南

京重地洪武岗旁和孝陵卫前筑屋定居，“起盖无梁殿，悬设胡像，诳诱愚民”。5第

二，在服饰和衣着上更加简朴，以免引起中国人的议论。上述两点说明阳玛诺采

取适应中国文化的策略，亦体现其朴实、谨慎的性格。的确，由于教案的打击，

 
1 关于南京教案，可参见张维华，《南京教案始末》，载《晚学斋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6），第 493-

518页；万明，《晚明南京教案新探》，载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第 141-155 页；周孝雷，《巡城御史孙光裕参与南京教案史实考论》，《世界宗教研究》2021 年第 3 期，

第 116-131页。关于教案中天主教徒的活动，参见肖清和，《“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

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第 84-127页。 

2 沈㴶，《参远夷疏》，载周岩编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下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第 1697页。 

3 Sãbãtino de Ursis, Principiãm ãs notí ciãs do ãno de 1616 (熊三拔，《1616年消息》), Beijing, BA, JA, 49-V-

5, fl. 174v. 

4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ãssistente dã proví nciã de Portugãl em Romã, 1616.9.15, fl. 10. 

5 沈㴶：《再参远夷疏》，载周岩编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下册，第 1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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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藏身于教徒家中，行事方式更为低调温和。1第三，阳氏认为宫中宦官

有助于传教，应多加结识，并安排一名神父居于利玛窦墓园中，以同宦官交往。

阳玛诺居于北京期间，曾在墓园招待宦官，同其享用吃食，谈论天主之事。当时，

北京住院的熊三拔极力支持同宦官交往，而庞迪我则相当反对，或因资金缺乏及

庞氏反对，卡尔瓦略命令耶稣会士不再居于墓园。2在此事上，阳玛诺与熊三拔

的意见一致。第四，应竭尽所能结交重要官员。在阳玛诺看来，宦官与文人士大

夫皆为耶稣会士打通宫廷内部的重要渠道，是最终赢得皇帝许可传教的主要途

径，在有权势之人的庇护和帮助下，耶稣会将在中国安全立足，天主教也会在中

国合法传播。3 

在阳玛诺撰写该封书信时，沈㴶尚未上第三疏，前两疏亦未获批，因此阳氏

对传教区形势相对乐观。但阳玛诺始料未及的是，尽管他迫切希望返回内地，但

这场教案使他在澳门滞留三年之久。1618 年 11 月左右，阳玛诺方才收到维埃

拉和龙华民的指令，若辅理修士从内地抵达澳门且条件允许，他将和辅理修士通

过广州交易会进入内地。4一年后，阳玛诺的返程计划得以实现。1619 年 11 月，

阳玛诺与邬若望（João Uremano, 1583-1620）正进入内地，12 月抵达广州，次

年初进一步北上。二人成为南京教案后首批进入内地的传教士，实现了耶稣会士

两两一组通过交易会重返内地的计划。邬若望因身体状况不佳被迫留在南昌，最

 
1 董少新、刘耿，《〈1618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上），《国际汉学》2017年第 4期，第 142页。 

2 Sãbãtino de Ursis, Principiãm ãs notí ciãs do ãno de 1613, fl. 143v. 关于是否派遣神父居住于墓园的争论，

参见刘耿，《利玛窦墓园的前七年（1610-1616）》，《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 1期，第 111-120页。 

3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阳玛诺，《致耶稣会总

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16.12.26, Mãcãu, ARSI, JS, 17, fls. 39-40v. 

4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Nuno Mãscãrenhãs ãssistente dã proví nciã de Portugãl em Romã (阳玛

诺，《致驻罗马的葡萄牙教省参赞马什卡雷尼亚什神父》), 1618.11.14, Mãcãu, ARSI, JS, 17, fl.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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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在南昌逝世。1阳玛诺则可能继续前往杭州，与居于杭州的中国传教区会长龙

华民会面。 

由于万历皇帝遣返传教士的圣旨，耶稣会士潜藏起来，不再公开活动。因此，

重返内地、重新公开活动成为耶稣会士的迫切愿望。此时，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大

败，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等人提出引进西洋大炮和兵学以挽救王朝危

机，2借机帮助耶稣会士恢复活动。1619 至 1620 年间，徐光启和李之藻已多次

上疏，提出澳门的耶稣会士应跟随招募的欧洲士兵一同进入内地，为士兵提供精

神指导，且耶稣会士的书籍能满足战事所需，可寻找尚在内地的耶稣会士。3 

1621 年初，阳玛诺抵达北京，担任住院长，当时北京有毕方济（Francisco 

Sambiasi, 1582-1649）、辅理修士丘良厚（Mendes Pascol, 1584-1640）两名耶

稣会士。4该年四月十九日，李之藻上《制胜务须西铳疏》，提出购买、仿制西

洋大炮，招募夷目学习操作之术，招徕阳玛诺、毕方济等耶稣会士。五月初一日

兵部尚书崔景荣上疏，五月初九日徐光启上《台铳事宜疏》，皆明确指出访求阳

玛诺、毕方济，邀其携书讲解炮铳使用与制作之法。5可见，阳玛诺进京后，李

之藻首先提出邀在京之阳、毕二人携兵书以助战事，为耶稣会士公开活动寻求合

 
1 Alfonso Vãgnone, Cãrtã ão pãdre Nuno Mãscãrenhãs ãssistente pelãs proví nciãs de Portugãl e dãs I ndiãs 

(王丰肃，《致葡萄牙及印度教省参赞马什卡雷尼亚什神父》), 1619.11.10, Mãcãu, ARSI, JS, 161-I, fl. 42v; 

Frãncisco Furtãdo, A nu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0 (傅汎际，《1620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 1621.8.24, 

Hãngzhou, ARSI, JS, 114, fls. 241v-242. 

2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 35-91，225-269页。崇祯年间

募兵之事参见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65-86 页。 

3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阳玛诺，《致耶稣会总

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22.7.20, Beijing, ARSI, JS, 161-Ⅱ, fl. 63; Frãncisco Furtãdo, A nuã dã Chinã e de 

Cochinchinã de 1619 (傅汎际，《1619年耶稣会中国与交趾支那年信》),1620.11.1, Mãcãu, ARSI, JS, 121, 

fls. 119v-120. 

4 刘耿、董少新，《〈1621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海洋史研究》2020年第 2期，第 413-415页。 

5 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疏》，《李之藻集》，第 24-29页；方豪，《李之藻研究》（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

第 243-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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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 

李之藻等人上疏获批后，立即商议派遣教徒寻访耶稣会士，但因时机未到，

教徒未立即出发，阳玛诺则将情况告知居于杭州的龙华民，请其为教徒的抵达做

好准备。1后来，阳玛诺再次致信杭州的耶稣会士，坚持派遣传教士前往北京。2

显然，阳玛诺决定抓住这次机会，争取在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的帮助下恢复传教

活动。 

就在耶稣会士与信教、友教士人为传教士在京城重新露面做准备时，七月沈

㴶抵京入阁办事。3借辅助战事之名招徕耶稣会士的计划被迫立即中断，阳玛诺

随即藏匿于京师周边，毕方济则前往杭州。耶稣会士认为，沈㴶在北京时，“京

师只要一名神父、一名修士足矣”。4毕方济离京后，在近一年时间内，北京仅阳

玛诺一名神父。1622 年初，阳玛诺伺机进入北京城，居于教徒家中，以便照管

城中教徒。其同伴中国修士丘良厚则公开活动，同友教官员打交道，在合适之时

将教徒带去阳玛诺处听弥撒和告解。5 

沈㴶入京后，屡遭弹劾，使耶稣会士看到了希望。首辅叶向高（1559-1627）

亦为传教士重返北京做出了努力。他曾告诉丘良厚，他已与沈㴶多次谈论从澳门

募兵的重要性，尽管沈㴶反对，他仍将与兵部商议。叶向高还建议龙华民前往北

京，不必惧怕沈㴶的存在。1622 年 6 月左右，龙华民卸任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

长职务，决定前往北京。6 

 
1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22.7.20, fl. 63. 

2 Frãncisco Furtãd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3 (傅汎际，《1623年耶稣会中国

副省年信》), 1624.4.10, Hãngzhou, BA, JA, 49-V-6, fl. 112v. 

3 《明熹宗实录》卷 12，天启元年七月六日，第 591页。 

4 刘耿、董少新：《〈1621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第 413页。 

5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22.7.20, fl. 63v; 

Frãncisco Furtãd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3, fl. 112. 

6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22.7.20, fl. 63v; Mãnuel 

Diãs Se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Venceslãu Pãntãleã o (李玛诺，《致文塞斯劳神父》), 1622.6.10/20, Mãcãu, A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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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玛诺一边观察沈㴶的去留，一边等待龙华民的抵达。阳玛诺和友教人士皆

认为，沈㴶还在北京时，耶稣会士不宜公开露面，“最好多一点耐心，不要冒风

险行事”。1或许在南京教案的阴影下，阳玛诺担心沈㴶会对传教事业再次造成破

坏，故在恢复公开活动一事上强调保持谨慎和耐心。天启二年七月，沈㴶上疏请

告，致仕归乡。2 

因明与后金战争和山东地区起义频发导致局势不稳、路途危险，龙华民等人

推迟了旅途。1622 年 12 月 5 日，龙华民和汤若望（Adam Schall, 1591-1666）

踏上进京之路。龙、汤二人出发后不久，杭州住院又收到北京来信，催促神父立

即前往。龙华民和汤若望最终于 1623 年 1 月 25 日进入京城。3 

1623 年 2 月 25 日，阳玛诺和龙华民身着文人服饰，手握派其前往京师的

任命文件，出现在兵部。兵部官员接待了耶稣会士，并询问他们是否有澳门的炮

手前来以及神父们是否懂这门技术。耶稣会士回答有炮手前来，但表明他们不懂

炮铳之术，但可规劝炮手温顺行事。4正如龙华民进京前就同其他耶稣会士所商

议的那样，要清楚说明神父不懂军事，只知文字和宗教。5总之，在为战争服务

的名义下，耶稣会士公开出现于京师。26 日，阳玛诺和龙华民再度前往兵部，

找到兵部尚书孙承宗（1563-1638），孙承宗礼待了二人。27 日，耶稣会士身着

长袍前往宫殿叩谢皇帝。28 日，阳、龙拜访叶向高，感谢叶氏对耶稣会士的帮

 
JS, 161-Ⅰ, fl. 62; Niccolo  Longobãrdo, Cãrtã ão pãdre visitãdor Gãbriel de Mãttos (龙华民，《致巡阅使加布

里埃尔·马托斯神父》), 1622.4.25, Hãngzhou, BA, JA, 49-V-4, fls. 15v-16. 关于叶向高与西学，参见陈拓，

《在中国发现西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第 65-103页。 

1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22.7.20, fl. 64. 

2 《明熹宗实录》卷 24，天启元年七月十九日，第 1212页。 

3 Mãnuel Diãs Se nior, Copiã de umã que o pãdre Mãnuel Diãs Se nior escreveu ão pãdre Jero nimo Rodrigues 

visitãdor de Jãpã o e Chinã (李玛诺，《李玛诺神父写给日本—中国巡阅使骆入禄神父的一封信件的抄件》), 

1623, Hãngzhou, ARSI, JS, 161-II, fl. 79v. 

4 Mãnuel Diãs Se nior, Copiã de umã que o pãdre Mãnuel Diãs Se nior escreveu ão pãdre Jero nimo Rodrigues 

visitãdor de Jãpã o e Chinã, 1623, fl. 80. 

5 Frãncisco Furtãd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3, fl. 1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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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并请其日后给予庇护。通过这四次外出，耶稣会士在京师愈加公开露面，开

始拜访诸多官员，并着手向皇帝呈递奏疏。1 

4 月 23 日，阳玛诺和龙华民将讲述耶稣会士抵京之事的奏疏呈给皇帝，随

后皇帝批复礼部处理。耶稣会士以服务战争为名义顺利出现于京师，不过他们认

为译书修历才是为自身争取活动合法性的最佳方案。因此，阳玛诺和龙华民重提

译书修历计划，希望得到礼部的认可和帮助。不过，礼部官员认为时机未到，不

宜向皇帝请示。耶稣会士对这一回复感到沮丧，但在友教士人的建议下不再坚持。

2 

1623 年夏，京师官员请耶稣会士推算 10 月 8 日的月食，称若耶稣会士计

算无误，他们会立即向皇帝呈上翻译西洋历算书籍的奏疏。于是，邓玉函（Johann 

Schreck/Terrenz, 1576-1630）从杭州前往北京以提供帮助。在邓玉函到达之前，

汤若望已完成了任务，而邓玉函的到来使计算更加精确。10 月 9 日，户部尚书

和礼部侍郎前来祝贺耶稣会士，随后建议钦天监正上呈耶稣会士的奏疏。3为此，

孙元化非常细致地撰写了奏疏。不过，奏疏最终未获批复。值得提及的是，有官

员批评阳玛诺在过去几年中引发了诸多麻烦，应指阳玛诺推动招募葡兵及修历

译书等事。4作为恢复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首要人物，阳玛诺在京师的一系列行

动理应为北京官员所知晓。 

尽管要等到 1629 年徐光启推动历局建立时译书修历计划才真正落实，但耶

 
1 Mãnuel Diãs Se nior, Copiã de umã que o pãdre Mãnuel Diãs Se nior escreveu ão pãdre Jero nimo Rodrigues 

visitãdor de Jãpã o e Chinã, 1623, fl. 80. 

2 Mãnuel Diãs Se nior, Copiã de umã que o pãdre Mãnuel Diãs Se nior escreveu ão pãdre Jero nimo Rodrigues 

visitãdor de Jãpã o e Chinã, 1623, fl. 80v; Frãncisco Furtãd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3, fls. 116-116v. 

3 Frãncisco Furtãd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3, fl. 116v. 天启三年九月十五日即

西历 10月 8日，“酉月食亥复圆”，《明熹宗实录》卷 38，天启三年九月十五日，第 1955页。 

4 Mãnuel Diãs Se nior, Cãrtã ã certo jesuí tã de Jãpã o (李玛诺，《致日本某耶稣会士》), 1625.3.1, Hãngzhou, 

BA, JA, 49-V-6, fl. 162v. 这封长信被抄录于傅汎际编《1624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中，Frãncisco Furtãd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4, 1625.4.17, Hãngzhou, BA, JA, 49-V-6 fls. 161v-17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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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会士从未放弃借助历算将天主教植入中国的策略。天启年间阳玛诺、龙华民试

图重提译书修历以及汤若望、邓玉函受邀测算月食，皆为崇祯年间建立历局、编

撰《崇祯历书》做出了铺垫。总之，在募兵铸炮和译书修历的名义下，耶稣会士

在京公开活动，与官员频繁来往，逐渐将传教事业恢复至南京教案之前的状态。 

二、在华中前期：耶稣会首任中国副省会长（1623-1635） 

1622 年，罗儒望（João de Rocha, 1566-1623）由南昌前往杭州，接替龙华

民成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1623 年 3 月，罗儒望在杭州去世。此时，从罗

马发出的任命信抵达中国。耶稣会总会长下令，若龙华民去世，罗儒望和阳玛诺

依次接替其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因罗儒望去世，阳玛诺成为首任耶稣会中

国副省会长。1阳氏在中国积累的丰富经验及其葡萄牙人身份2应是其被选为副省

会长的主要原因。在 1623 至 1635 年任职期间，阳玛诺承担巡阅传教区、人员

调遣、住院建设、向上级汇报教务等基本职责，同时面临人员缺乏和译名之争等

诸多难题。 

巡阅传教区是副省会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副省会长应在巡阅过程中了解

各个住院的教务、财务情况，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定期向罗马总部汇报传

教区情况等。由于阳玛诺十分重视北京的事务，故在担任副省会长后未立即离京。

1624 年，阳玛诺生了一场重病，一位中国宫廷医生治好了他。3大约 1626 年初，

阳玛诺离开北京。此后的十年间，为巡阅传教区和管理教务，阳玛诺未固定于某

地传教，而是长期奔波于中国各地。 

1627 年 2 月 20 日，阳玛诺在南昌致信耶稣会总会长，称其已完成上任后

 
1 Frãncisco Furtãd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3, fl. 106. 

2 耶稣会在东方的传教事业受葡萄牙王室资助，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常担任高职。 

3 Frãncisco Furtãd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4, fl.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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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次巡阅，并表示在辽阔的中国大地旅行十分“辛劳和疲惫”。11623 年，耶

稣会士拥有北京、嘉定、上海、杭州、南昌和建昌六所住院。2至 1626 年，耶稣

会士已在北京、山西、陕西、南京、浙江、江西、福建七省建立起十所住院，31628

年又在河南建立了住院。4传教点的扩大意味着耶稣会士已取得可观的传教成果，

也意味着副省会长在巡阅和管理传教区方面承受更重的负担，巡阅整个传教区

往往要花一年多的时间。 

鉴于管理、巡阅传教区的工作劳累不堪，以及担任副省会长过久，阳玛诺于

1630 年请求总会长指派他人接任该职。51633 年，阳玛诺仍期望收到罗马寄来

的新任命书，好让他“从持续的水陆旅行中解脱出来”。阳玛诺还提出，应在时机

合适时任命两名传教区会长，一名负责北方，一名负责南方，惟此时副省人手不

足，不必立即划分。6十年后，因明清战争导致的局势动荡和通讯中断，耶稣会

中国副省被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副省会长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 1587-

1653）负责北方传教区，艾儒略则为南方的副省会长。7基于亲身经历以及对中

国本土情况的了解，阳玛诺提出设立两名传教区会长的建议，而这一建议于数年

 
1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阳玛诺，《致耶稣会总

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27.2.20, Nãnchãng, ARSI, JS, 161-Ⅱ, fl. 97. 

2 Frãncisco Furtãd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3, fls. 105-131v. 

3 Mãnuel Diãs Se nior,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6 (李玛诺，《1626年耶稣会中国副省

年信》), ARSI, JS, 115, fls. 93-118v. 

4 Rodrigo de Figueiredo,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8 (费乐德，《1628年耶稣会中国副

省年信》), 1629.8.22, Hãngzhou, ARSI, JS, 115, fls. 179-180. 

5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阳玛诺，《致耶稣会总

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30.4.20, Nãnchãng, ARSI, JS, 18-Ⅰ, fl. 93. 

6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阳玛诺，《致耶稣会总

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33.11.1, Nãnchãng, ARSI, JS, 18-Ⅰ, fl. 141. 

7 刘耿、董少新：《〈1644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文化杂志》2017年第 100期，第 74页。Liãm 

Mã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ãmbridge: Belknãp Press of 

Hãrvã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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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新情势下得到了实施。不过，自阳玛诺 1648 年二度担任副省会长后，耶稣

会中国副省仍仅设一名副省会长。  

传教点的扩张除带来巡阅和管理上的困难外，也使人员短缺问题更加突显。

阳玛诺反复请求总会长向中国派遣人员，他也不得不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下，考虑

住院建设与神父调度问题。1624 年，阳玛诺派遣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

1628）前往山西为韩霖、韩云两兄弟的家人施洗。同时，因母丧归家的王徵（1571-

1644）致信阳玛诺，请求派遣神父为其家人付洗，阳玛诺亦派遣金尼阁前往陕

西。1王徵中天启二年（1622）进士，是年六月除直隶广平推官，四年（1624）

初夏因丁母忧返乡。2阳玛诺于 1621 年初抵达北京，1622 年京师仅阳氏一名耶

稣会神父。王徵为参加会试进京后，随即前往利玛窦墓园同耶稣会士见面，通过

王徵的关系，阳玛诺等人结识了一些重要的官员。3王徵停留北京期间，与阳玛

诺有诸多来往，据称其在“做事之前首先与神父商议，在他受到任命打算离京之

时，先至神父处斋戒三日，并准备好向神父告解以及领受圣事”。4可见王徵与阳

玛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1628 年，居于山西绛州的教徒伯多禄（Pedro）力邀耶稣会士前往河南开教，

耶稣会士就此请示阳玛诺。应在得到阳玛诺的批准后，毕方济前往开封建立住院。

伯多禄住在开封的兄弟受洗入教，被耶稣会士称为开封教友群体“精神大厦的第

一块基石”。5 

 
1 Frãncisco Furtãd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4, fls. 168-168v. 

2 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 38页。 

3 刘耿、董少新：《〈1621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第 415-416页。 

4 A lvãro Semedo, Cãrtã ã nuã dã missã o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2 (曾德昭，《1622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年

信》), 1623.6.23, Hãngzhou, BA, JA, 49-V-7, fl. 367v. 

5 Rodrigo de Figueiredo,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8, fls. 179-180. 《1628年耶稣会中

国副省年信》未写明前往河南开封的神父的名字，高龙鞶称该神父为毕方济，见高龙鞶（Augustinus M. 

Colombel）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 1册（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第 254-255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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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派遣耶稣会士外出的过程中，也有意外发生。1628 年，湖广通山县知县

多次请求阳玛诺派遣一名神父前去听告解。该奉教知县是一名举人，姓潘（Puon），

洗名为西满（Simão）。1是年末，阳玛诺派史惟贞（Pierre Van Spiere, 1584-1628）

前往通山。史惟贞一行在途中遭遇船夫抢劫，被投入河中最终身亡。得知史惟贞

迟迟未抵目的地，阳玛诺派人前往通山县探究原因，最终在知县的帮助下将罪犯

绳之以法。2史惟贞去世五年后，费乐德（Rodrigo de Figueiredo, 1594-1642）进

入湖广传教。阳玛诺曾期待费乐德在湖广建立新住院，但因湖广地区爆发骚乱，

费乐德最终离开了湖广。阳玛诺仍十分重视湖广地区，计划安排神父常驻。3但

直到 1638 年初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 1592-1677）抵达武昌后，耶稣会士

才首次在湖广建立起住院。4 

在修历一事上，阳玛诺虽未直接参与编纂《崇祯历书》，但对此次译书活动

颇为费心。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奏请参考西历修正历法，礼部上奏请开历

局，徐光启领旨督修。5初开历局时，仅有邓玉函参与工作，阳玛诺认为此非长

远之计。在 1630 年 4 月 20 日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书信中，阳玛诺极力强调修历

工作是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重要保障，必须继续下去，并请求总会长每年派遣

一至两名擅长历算的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从而保证北京始终有一名历算家。他在

 
徒伯多禄的身份暂无法确定。 

1 “Puon”或即潘，该知县可能为潘张。潘张，云南鹤庆人，举人，崇祯元年任通山县知县，见罗登瀛修，

乐纯青纂：《通山县志》卷 4，清同治七年活字本，第 6ã页。 

2 Andre  Pãlmeiro, Itinerã rio do pãdre Anto nio Pãlmeiro visitãdor dãs proví nciãs de Jãpã o e Chinã (班安德，

《日本—中国巡阅使班安德神父巡阅记》)，1630.1.8, Mãcãu, ARSI, JS, 161-II, fls. 122v-123; Rodrigo de 

Figueiredo,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8, fls. 187v-190. 

3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33.11.1, fl. 141v; 费

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164页。 

4 董少新，《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 52-53页。 

5  徐光启，《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载李天纲编，《徐光启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第 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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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写道：“这里没有人比邓玉函神父懂得更多了，现在他承担着一切，当他去

世之时，就没有其他人了，因而始终需要有人接替他。”1 

阳玛诺颇具洞察力，在他写下此信后不足一月，邓玉函突然因病逝世，修历

工作一度中断。徐光启随即上疏请召汤若望和罗雅谷进京，以填补空缺。崇祯三

年（1630）五月十九日，徐光启奉圣旨召汤若望和罗雅谷入京。2于是，罗、汤

二人手持任命书，分别从各自所在地出发前往北京。3阳玛诺作为副省会长以及

修历计划的支持者，应推动了罗、汤二人的赴京之行。1633 年，阳玛诺再次请

求总会长派遣擅长历算的传教士前往中国，但始终未有新人加入。4 

译书修历活动为耶稣会士在中国居住与传教赢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南京住

院的恢复即体现了此点。1629 年 5 月，阳玛诺陪同耶稣会中国—日本巡阅使班

安德（André Palmeiro, 1569-1635）巡阅至南京时，有三名教徒找到阳玛诺行告

解，还有一名望道友渴望受洗。班安德令阳玛诺抵达杭州后立即派遣费乐德前往

南京。此时，班安德已希望尽快恢复南京住院。5或因阳玛诺行事谨慎，判断耶

稣会士在南京城中活动仍存风险，故推迟了派遣。1633 年，阳玛诺认为时机已

经成熟，便着手安排一名耶稣会士常驻南京。61633 年末，毕方济带着徐光启的

公文进入南京，公文要求毕方济前往南京为修历进行天文测量，毕方济获得了南

 
1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30.4.20, fl. 93v. 

2 徐光启，《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第 169-170 页；徐光启，《修改历法远臣罗雅谷到京疏》，

《徐光启诗文集》，第 171页。 

3 Lãzzãro Cãttãneo,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30 (郭居静，《1630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

信》), 1631.9.12, JA, 49-V-8, fl. 713v. 

4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33.11.1, fl. 141. 

5 Andre  Pãlmeiro, Itinerã rio do pãdre Anto nio Pãlmeiro visitãdor dãs proví nciãs de Jãpã o e Chinã, fls. 124-

124v. 

6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33.11.1, fl. 14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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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员的友好对待，此为南京教案爆发后耶稣会士首次公开进入南京。1可想而

知，测量活动背后的真实意图即恢复南京住院，毕方济此行应由徐光启、阳玛诺

二人促成。 

除巡阅劳累、人员短缺等问题外，译名之争是阳玛诺首次担任副省会长期间

面临的一大难题。学界关于译名之争的研究已很深入，本文重点讨论阳玛诺在其

中扮演的角色。在 1627 年 2 月 20 日写给总会长的书信中，阳玛诺写道，在华

耶稣会士因译名争论分成了两派，一派反对布道和书籍中采用“上帝”等中文译名，

另一派则相反，2双方为自身立场辩护而撰写了数份文件，但未达成共识。这种

意见不统一几乎造成了在华耶稣会士的分裂，并对传教活动造成了阻碍。更为严

重的是，译名之争对一些耶稣会士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消极影响，他们焦虑不安，

不知如何布道。3面对这一危机状态，阳玛诺决定立即举行一次全体商讨会，并

力请时在澳门的日本—中国巡阅使班安德参与，希望由班安德为译名问题做出

判断和决定。4阳玛诺未在信中陈述他对译名问题的看法，或许是副省会长的身

份使其尽力保持中立立场，故没有为任何一方辩护，而是尽可能寻求解决问题的

途径。可能因阳玛诺感到自身无法做出决定，且在诸多事务上须听命于巡阅使班

安德，故请求班安德参与商讨。阳玛诺所说的“全体商讨”即 1627 年底举行的嘉

定会议，可见嘉定会议的召开是阳玛诺决定和促成的。 

班安德以自己不懂中文为由拒绝出席，但同意在嘉定召开会议。51627 年 12

 
1 Joã o Froes,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34 (伏若望，《1634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34.9.8, Hãngzhou, ARSI, JS, 115, fl. 273; 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ãme: University of Notre Dãme Press, 1962), p. 240. 

2 反对派以龙华民为代表，支持派则有高一志、金尼阁等。 

3 1628年，金尼阁因未能维护“上帝”一词而抑郁自杀，Liãm Mã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p. 87. 

可能在嘉定会议召开之前，金尼阁的精神状态已被译名争论所影响。 

4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27.2.20, fls. 97-97v. 

5 Liãm Mãtthew Brockey, The Visitor: Andre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 (Cãmbridge: Belknãp Press of 

Hãrvã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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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1628 年 1 月，嘉定会议召开，由阳玛诺主持。1据《1627 年耶稣会中国年

信》记载，该年末杨廷筠（1562-1627）在杭州去世时，阳玛诺正在嘉定，阳氏

令所有住院为杨廷筠做弥撒和纪念，数日后阳氏方才前往杭州并召集其他神父

再行圣事和布道，可知当时阳玛诺应忙于商讨而无法立即离开嘉定。2经过一月

讨论后，大多数耶稣会士支持采用“天主”术语，同意“上帝”也可被用于指称“Deus”，

但需要在相当谨慎和充分解释的情况下使用。3 

据多明我会士闵明我（Fernández de Navarrete, 1610-1689）记载，耶稣会

士在嘉定会议上讨论了三十六项关于崇拜、迷信和偶像崇拜的议题。4多明我会

士施若翰（Juan García de León, 1606-1665）在其写于 1648 年 9 月 27 日的书

信中称，阳玛诺做出了赞成这些仪式的裁决，理由是“以免给异教徒提供发起更

多迫害的理由”。5由此可见，阳玛诺历经南京教案并为恢复耶稣会士活动付出巨

大心血，十分重视传教区的安全和稳定，不希望因礼仪争端引发新的教案，故宣

布了继续采用“上帝”译名的决定。但如学者指出，龙华民手稿《关于上帝、天神、

灵魂等中文译名争议的简短回应》应完成于嘉定会议之后，其中龙氏极力反对“上

 
1  Pãul A. 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Sydney: Allen & Unwin, 

1986), p. 86. 

2 Mãnuel Diãs Se nior,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27 (李玛诺，《1627年耶稣会中国副省

年信》), 1628.5.9, Shãnghãi, ARSI, JS, 115, fls. 143v-144. 关于杨廷筠，参见钟鸣旦（Nicolãs Stãndãert）

著，圣神研究中心译，《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Pãul A. 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p. 87; Clãudiã von Collãni, “The Genesis, Editions ãnd Trãnslãtions of 

Longobãrdo’s Treãtise,” in Thierry Meynãrd ãnd Dãniel Cãnãris eds., A Brief Response on the Controversies 

over Shangdi, Tianshen and Linghun (Singãpore: Pãlgrãve Mãcmillãn, 2021), p. 14. 

4 Fernã ndez de Nãvãrrete, Controversias Antiguas y Modernas entre los Missionarios de la Gran China (Mãdrid, 

1679), pp. 109-137. 

5 Jose  Mãriã Gonzã 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Ⅰ (1632-1700) (Mãdrid: Imprentã 

Juãn Brãvo, 1964),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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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等中文译名。1这表明龙华民对嘉定会议的商讨结果并不满意，也意味着译名

之争还将继续。 

嘉定会议后，阳玛诺可能及时向班安德汇报了会议情况，尤其是龙华民的反

对意见，并再次请求班安德前往内地。1628 年 12 月 11 日，班安德跟随葡兵队

伍从澳门出发，五天后抵达广州。停留广州期间，一名教徒告诉班安德，阳玛诺

通过信使得知他已进入内地，正在南昌等其到来。1629 年 2 月 28 日，班安德

出发北上，4 月 7 日抵达南昌，找到阳玛诺和丘良厚。4 月 21 日，阳玛诺陪同

班安德离开南昌，经水路前往南京，13 天后抵达，随后前往镇江。在镇江，班

安德与阳玛兵分两路。班安德继续北上，以巡阅北京住院。阳玛诺则在班氏派遣

下前往杭州，以就某些重要事项同其他耶稣会士商议，并将相关意见告知班安德。

巡阅北京、嘉定、上海三处住院后，班安德于 8 月抵达杭州，与阳玛诺等人检查

了以往的传教区规定之后下达了新的规定。8 月 18 日，班安德启程返澳。2可见，

在班安德巡阅内地的过程中，阳玛诺应与班安德就传教区情况有过密切交流，班

安德通过阳玛诺获取了有关中国副省的诸多信息，并在解决问题与制定规章的

过程中听取了阳玛诺的意见。 

在译名问题上，班安德禁止使用中文术语“上帝”、“天”，批准用“天主”指代

“Deus”，同时命令传教士继续使用中文布道著书，只能在极少数情况下使用音译

词汇。3班安德的命令随即遭到高一志的激烈抗议。高一志在致总会长的信中，

指责班安德只听取反对者的意见便要求全体耶稣会士服从其命令，称这样的做

法不能带来统一而只会适得其反，惟有通过如嘉定会议那样的商讨方式才能解

 
1  Song Liming, “The Identificãtion of Chinese Non-Christiãn Literãti ãnd Reflections on the Dãting of the 

‘Respostã breve’ ãnd Its Plãce of Composition,” in A Brief Response on the Controversies over Shangdi, 

Tianshen and Linghun, pp. 39-41. 

2 Andre  Pãlmeiro, Itinerã rio do pãdre Anto nio Pãlmeiro visitãdor dãs proví nciãs de Jãpã o e Chinã, fls. 118v-

133. 

3 Liãm Mãtthew Brockey, The Visitor: Andre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 pp. 275, 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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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争议。1在写给班安德的书信中，高一志的语气似乎更加激烈，他指责班安德

偏袒反对“上帝”译名者，甚至请求总会长谴责班氏。班安德则对高一志的冒犯与

不服从感到愤怒，对高一志严加斥责，并考虑将其召回澳门冷静，班安德称阳玛

诺和其他年长传教士也敦促他这样做。2由此推知，阳玛诺应同样认为高一志反

应过于激烈，不利于耶稣会士的内部团结和传教区的稳定。事实上，班安德面对

的不仅是为“上帝”激烈辩护的高一志，还有极力反对中文译名的龙华民，故其用

“天主”指称“Deus”已是调和争端的折中选择。 

在班安德处理译名问题的过程中，阳玛诺似与班安德保持一致立场。3他支

持班安德的立场亦不难理解。面对译名争端，阳玛诺多次请求班安德巡阅内地并

做出裁决。班安德进入内地后，阳氏不仅迎接并陪同班安德巡阅，还在传教区事

务上为班安德提供了诸多信息和建议。班安德禁用中文术语“上帝”、“天”的命令

极有可能是在同阳玛诺商议后做出的。 

班安德下达命令时，阳玛诺已在中国传教区活动近二十年。作为一名历经南

京教案且在京师居住多年的耶稣会士，阳玛诺十分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1631

年，龙华民起草了一份奏疏，计划将奏疏与礼物一同呈给皇帝。在奏疏中，龙华

民采用“Deus”的音译，而非“上帝”一词，其他神学术语皆使用音译。当时阳玛诺

正在北京，阻止了这份奏疏的送出。4阳氏可能已预见到，这份不符合中国文化

的奏疏会给耶稣会士造成不利。 

阳玛诺一面急需平息耶稣会士内部争端，一面必须避免天主教同中国本土

文化发生冲突；他既意识到“上帝”一词的争议性，又明白术语本土化对于传教的

 
1 Alfonso Vãgnoni,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29.12.18, fls. 107-107v. 

2 Liãm Mãtthew Brockey, The Visitor: Andre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 pp. 314-315. 

3 鲁保禄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的一封书信指出，“阳玛诺似乎站在班安德一边”，该书信编号为 ARSI, 

FG, 730, 8.5，见 Pãul A. 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p. 264, n. 87. 笔者目前暂未收集到阳玛诺对译名问题

看法的直接证据。 

4 Liãm Mãtthew Brockey, The Visitor: Andre Palmeiro and the Jesuits in Asia, p.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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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因此，这种矛盾心理或导致阳玛诺感到自身难就译名争论做出决定而请

班安德裁决，这也应是阳玛诺赞同班安德折中方案的原因之一。 

同时，作为中国副省会长，阳玛诺首要关心的是传教区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当译名争端已对传教造成阻碍时，阳玛诺召集传教士进行集体商讨。嘉定会议上

同意使用“上帝”一词的决定，与班安德禁止“上帝”译名的命令，这两次相反的决

定或许暗示阳玛诺相对中立的立场。比起判定“上帝”的对或错，阳玛诺更希望尽

早结束争端。1634 年，阳玛诺向耶稣会总会长表明，耶稣会士对班安德的命令

及其毁掉龙华民手稿等消除争议的措施感到满意。阳氏对达成的新共识充满乐

观，宣称这场争论似乎已经彻底解决，“永远不会，或只在很长时间后，才会被

再次提起”。1但事实上，托钵修士进入中国后，引发了礼仪之争，阳玛诺、班安

德平息译名争议的举措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伴眼中，阳玛诺谨慎、耐心，“如此温和亲切地下达

命令，以至于下属们乐意执行他的指令”；同时，阳氏“极其严格地遵守规则，话

语很少，即使是在恰当时分说的话，也非常有分量和分寸”。2大概谨慎少言、温

和服从的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阳玛诺的折中态度。 

无论如何，在 1623 至 1635 年间，耶稣会中国副省经历了教案后的恢复与

扩张，耶稣会士开辟了山西、陕西、河南等新传教点，恢复了南京住院，亦在徐

光启等人的帮助下实现了修历计划，耶稣会士得以更安全地在北京和其余各省

公开活动。阳玛诺通过人员调遣、住院建设以及与王徵、徐光启、杨廷筠等人的

交往，在耶稣会士与中国地方社会的互动以及《崇祯历书》的编撰上起到了重要

但易被忽视的推动作用。为维护会内团结与传教区稳定，阳玛诺通过召开嘉定会

议以结束传教士在译名问题上的分裂状态。在班安德禁令下，耶稣会士达成了表

 
1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34, fl. 21v, 转引自

Liãm Mã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p. 89. 

2 Feliciãno Pãchec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60 (成际理，《1660年耶稣会中国

副省年信》), 1661.7.19, BA, JA, 49-V-14, fl.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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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一致。阳玛诺首次担任中国副省会长的十二年间，正是耶稣会中国传教区较

为平稳发展的阶段，在此过程中阳玛诺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 

三、在华中后期：从福建教案到明清战乱（1635-1648） 

1635 年，阳玛诺卸任副省会长，至 1648 年再度担任副省会长期间，阳氏

主要活动于南京、福建、浙江、江西等地，专注于传教与著书。 

1636 年，阳玛诺与毕方济居于南京住院，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传教。11637

至 1638 年，阳氏于闽传教，任福州住院长，恰遇福建教案。1630 年代，托钵修

士打破耶稣会中国传教垄断权进入福建地区。托钵修士禁止天主教徒祭祖祀孔

的行为和较为激进的传教方式，引起了福建官府的注意。官府先以通夷之罪逮捕

通夷之犯和夷人，经查明夷人为天主教传教士，判定天主教违背中国礼仪并危害

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后，随即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并驱逐省内所有传教士。托钵

修士陆续被捕并被驱逐出境，耶稣会福建教会转入地下，事件最终演变为波及全

省的“教难”，即 1637-1638 年的福建教案。2 

早在阳玛诺担任副省会长期间，其得知托钵修士进入中国后，便在 1633 年

11 月 1 日致总会长的书信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恳求总会长采取措施，阻止托

钵修士入华。3或令阳玛诺未预料的是，此年圣诞节前，方济各会士利安当

（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 1602-1669）便来到他所在的南昌住院。利

 
1 Anto nio de Gouveã,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ediçã o, introduçã o e notãs de Horã cio P. de 

Arãu jo (Mãcãu: Instituto Portugue s de Oriente & Lisboã: Bibliotecã Nãcionãl, 1998), p. 67. 

2 关于福建教案，参见 Jose  Mãriã Gonzã 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Ⅰ (1632–

1700), pp. 127-166; Eugenio Menegon, “Jesuits, Frãnciscãns ãnd Dominicãns in Fujiãn: The Anti-Christiãn 

Incidents of 1637-38,” in Tiziãnã Lippiello ãnd Romãn Mãlek eds.,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 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Sãnkt Augustin & Nettetãl: Steyler Verlãg, 

1997), pp. 219-262; 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北京：中

华书局，2009），第 72-83页。 

3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33.11.1, fl. 14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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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当或为发展新传教地，或为学习语言而离开福建。也许他初来乍到且不通汉语，

希望得到耶稣会士的合作与帮助，因此在教徒的引导下找到阳玛诺。阳玛诺接待

了利安当，但不愿利安当继续留在南昌住院，故答应利安当的请求，派人陪其前

往南京。1 

利安当于 1634 年初抵达南京，自述其在南京遭到耶稣会士的恶劣对待，被

阳玛诺和毕方济的仆人捆绑起来强行押上船只，送回托钵修士所在的福安，而这

场“绑架案”正是阳玛诺谋划的。2对此，傅汎际解释道，南京教案仍记忆犹新，由

于担心利安当的到来引发新的迫害，故耶稣会士决定让利安当返回福安。3对于

阳玛诺来说，打发利安当离开南昌并同意其前往南京应为权宜之计。可能在与毕

方济商议后，阳玛诺认为从南京将利安当送回福建应是最合适的做法。或因利安

当不愿离开南京，耶稣会士便采取了强硬手段。数年后，利安当称阳玛诺在一封

信中就“绑架案”请求其原谅。4 

在排斥托钵修士的同时，阳玛诺或出于同情，或出于维护传教区稳定、避免

滋生事端的目的，也为托钵修士提供了帮助。1637 年 6 月，方济各会士玛方济

（Francisco de la Madre de Dios, ？-1657）和雅连达（Gaspar de Alenda, ？-1642）

在罗文炤（Gregorio López, 1617-1691）等中国教徒的陪同下前往北京。抵达北

京后，玛方济等人被汤若望安置在利玛窦墓园内，随后中国官员将托钵修士逮捕

并押回福建。5玛方济和雅连达被押回福建后，时任福州住院长阳玛诺前去探视，

 
1  P. Anãstãsius Vãn den Wyngãert ed., Sinica Franciscana, Vol. II (Quãrãcchi-Firenze: Apud Collegium S. 

Bonãventurãe, 1933), pp. 318-319; Mãtos de Bento,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林本笃，《致耶稣会总会长维特里斯奇神父》), 1634.2.20, Fujiãn, ARSI, JS, 161-Ⅱ, fl. 148; Frãncisco 

Furtãdo,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傅汎际，《致耶稣会总会长维特里

斯奇神父》), 1636.11.10, ARSI, JS, 161-Ⅱ, fl. 164. 

2 P. Anãstãsius Vãn den Wyngãert ed., Sinica Franciscana, Vol. II, pp. 319-320. 

3 Frãncisco Furtãdo, Cãrtã ão pãdre Mutio Vitelleschi gerãl dã compãnhiã de Jesus, 1636.11.10, fl. 164. 

4 P. Anãstãsius Vãn den Wyngãert ed., Sinica Franciscana, Vol. II, p. 413. 

5 Eugenio Menegon, “Jesuits, Frãnciscãns ãnd Dominicãns in Fujiãn,” pp. 23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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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其逃回福安，并为其提供船和水手。在阳氏的帮助下，二人回到顶头。1托

钵修士在被驱逐至澳门的途中，亦在福州和泉州分别受到阳玛诺和艾儒略的友

待。2 

同为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士自然也被卷入教案之中。托钵修士被捕后，福

州知府吴起龙派人前往福州住院质问阳玛诺。为此，阳玛诺准备了一些天主教书

籍。在教徒的陪同下前往府衙，希望向知府讲明天主教义，但遭到吴起龙的拒绝。

与教徒商量后，阳玛诺决定到艾儒略所在的泉州避避风头，希望通过友教官员的

庇护平息风波。于是，阳玛诺将照管教友一事交由三名传道员，并把住院和教堂

托付给一位重要的教徒。3 

阳玛诺尚未至泉州，即在兴化与从泉州赶来的艾儒略相遇，二人避居于该城

教徒购买的新住所和新教堂中，不久便收到消息，福州官员再次颁布禁教告示，

且在告示中点名阳玛诺和艾儒略。4阳玛诺和艾儒略讨论应对方案后，艾氏返回

泉州，而阳氏则继续留在兴化，照管兴化教友。5 

1638 年 7 月 11 日，杭州住院院长伏若望（Fróis João, 1591-1638）因病去

世，阳玛诺受命从福建前往浙江，填补伏若望的空缺，任杭州住院长。在前往浙

江途中，阳氏路过福州，履行了先前离开时向教徒许下的承诺：“阳玛诺神父秘

密地为教徒们做圣事、安慰和鼓励他们，并为一些人施洗”。6最终，通过艾儒略

在福建积累的人脉，耶稣会士获得友教官员的庇护，渡过了此次教案危机。抵达

杭州不久，阳玛诺便前往宁波传教： 

 
1 Jose  Mãriã Gonzã 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Ⅰ (1632-1700), p. 132. 

2  Joã o Monteiro,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e 1638 (孟儒望，《1638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39.9.20, ARSI, JS, 121,fl. 183v. 

3 Joã o Monteiro,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e 1638, fls. 183v-184. 

4 徐世荫，《提刑按察司告示》，《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下册），第 1752-1754页；吴起龙，《福州

府告示》，《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下册），第 1754-1755页。 

5 Joã o Monteiro,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e 1638, fls. 184-186. 

6 Joã o Monteiro,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e 1638, fls. 177, 185v-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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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引者按：即 1639 年）初，宁波的教徒写信给杭州的神父们，请

求神父前往宁波，为那里一些渴望受洗的人施洗。阳玛诺神父不顾此时正值

隆冬时节，他又年老体衰，因此不得不忍受了许多痛苦。无论是吃饭还是睡

觉，一路上充满着不便，尤其是在从一条河行至另一条河的途中上下颠簸。

神父渡过了这些艰难，抵达了宁波府，那里为数不多的教徒以仁爱之心接待

了神父。在短短六天多的时间里，神父为 14 人施洗，其中有一些秀才。”1 

 

在经由阳玛诺施洗的人当中，有一名十六岁的学生，洗名玛第亚（Mathias），

十分虔诚，其家人接待了阳玛诺。2据高龙鞶（Augustinus M. Colombel, 1833-1905）

《江南传教史》，在宁波的入教人士中，有朱姓三兄弟伯多禄、葛思默、玛第亚，

葛思默和玛第亚协助神父传教，颇有贡献。3据此，年信所说之玛第亚可能为中

国天主教徒朱宗元即葛思默之弟。朱宗元，浙江鄞县人，1638 年由耶稣会士利

类思（Lodovico Buglio, 1606-1682）施洗，洗名葛思默（Cosme）。4朱宗元曾为

阳玛诺润色其书《轻世金书》，5并为阳玛诺《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作序，该序

完成时间不清。序中朱宗元写道： 

 

“阳公玛诺号演西，春秋七十有奇。始总教于中区，继传音于八闽。近承

长令，来传浙境，训接之暇，勒成此书。其为书也，援据经言，博采先议，

 
1  Joã o Monteiro,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e 1639 (孟儒望，《1639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40.10.8, ARSI, JS, 121, fls. 284-284v. 

2 Joã o Monteiro,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e 1639, fl. 284v. 

3 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 1册，第 234-235页。高氏书中记为“周”姓，然应为“朱”。 

4 Joã o Monteiro,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e 1638, fl. 177. 关于朱宗元，参见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

（Dominic Sãchsenmãier）著，张旭鹏译，《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北京：

商务印书馆，2022）。 

5 《轻世金书》在阳氏生前未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抄本，编号为 Chinois 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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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引缕陈，纲廞条析，善恶之辨，较若列眉，报应之理，不爽毫末，洵淑慝

之权衡，大道之指归矣。时公驻会城，去我海上，江山限隔，五百而遥，闵

予小子，先以示我。鸣呼！皇矣哉！上主之爱我也。大矣哉！吾师之怜予也。

小子私幸，受业终岁，将振群聋，付之枣劂，稽首拜手，复我神师。”1 

 

所引序言指出阳玛诺最初管理传教区，随后在福建活动，最近奉命传教浙江，

并前往朱宗元家乡宁波传教，在此期间阳氏完成了《天主圣教十诫直诠》。由序

中所述阳氏经历可推知，此书及朱宗元序应作于阳玛诺任杭州住院长之时

（1638-1643 年）。在此期间，朱宗元应与阳玛诺交往密切。 

1643 年，阳玛诺生了一场重病，甚至已涂抹了临终圣油，然“我主特别眷顾

他，延长了他的生命，使其能为传教区做更多工作，为灵魂带来更多福祉，在副

省会长神父的命令下，阳玛诺神父前往江西省城管理南昌住院”。2 

1644 年，阳玛诺与费奇规、谢贵禄（Tranquillo Grassetti, 1588-1644）、辅

理修士陆有机（Manuel Gomes, 1608-1647/1653）居住于南昌住院。因明清战争

造成的混乱，年老多病的阳玛诺和费奇规离开南昌城，住进一个村子的教友家中，

待两个月后骚乱稍作平息，两位神父返回南昌。3 

1645 年 5 月，耶稣会士获悉清军逼近南昌，中国副省南部会长艾儒略与阳

玛诺、谢贵禄商量后，决定谢贵禄和陆有机继续留在南昌，艾儒略和阳玛诺则沿

江上行至建昌县。随后，尽管冒着战争的危险，“阳玛诺神父仍不顾一切翻越了

福建的山岭，前往建宁县，救助那里的教友们”，因建宁县毗邻清军控制的江西，

县中百姓纷纷逃难，是年 15 人领洗。4 

1646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管理延平

 
1 阳玛诺，《天主圣教十诫直诠》（江宁天主堂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Chinois 7192，第 4b-5ã页。 

2 Anto nio de Gouveã,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 143. 

3 刘耿、董少新，《〈1644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译注并序》，第 85-86页。 

4 董少新，《〈1645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南部年信〉译注并序》，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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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同居此地的还有穆尼阁（Smogulecki, 1610-1656）和辅理修士范有行

（Pascoal Fernandes, 1609-1681）。当卫匡国前往其他住院时，阳玛诺则同范有

行留于延平住院，此年阳氏应奔波于建宁、延平两地。1 

1647 年，阳玛诺前往延平担任延平住院长，范有行和一名中国学生嘉禄

（Carlos）与之同住。在清军攻入延平期间，阳玛诺谨慎地躲藏起来，保存教堂

及其物品。尽管阳氏已十分年迈，但仍竭尽所能牧养教徒。由于战乱和物资匮乏，

耶稣会士缺衣少粮，阳玛诺和艾儒略便将自己的衣物和被褥分给建宁住院的耶

稣会士，以共渡难关。2 

在 1635 年卸任副省会长后，阳玛诺有更多时间编撰天主教书籍，加之明清

战争导致传教活动受阻，阳氏可将精力用于翻译和写作。《1645 年耶稣会中国

副省南部年信》记载道： 

 

“神父不辞劳苦地编撰书籍，将它们翻译成中文，这对神父而言并不难，

但也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没有任何空闲时间，笔耕不辍。他有一个中国学生，

教名嘉禄，久经考验，能够经受住磨难，仍拥有美德与纯洁。他接待访客，

照顾初学教理者，尽心尽责，赢得赞许。他心灵手巧，打理住院，减轻神父

很多负担，让神父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书籍写作。”3 

 

《1647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南部年信》亦载：“阳玛诺神父主要且非常有益的

工作是用汉字翻译和编著书籍，神父极其精通汉文，这对传教区和中国人都有好

处”。4即使在战乱期间，阳玛诺与艾儒略也继续翻译天主教书籍，“他们二人极其

 
1 Anto nio de Gouveiã,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 328. 

2 Anto nio de Gouveiã,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p. 338, 403. 

3 董少新：《〈1645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南部年信〉译注并序》，待刊稿。 

4 Anto nio de Gouveiã,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p. 3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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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中文，他们的书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优雅和令人愉悦”。1 

四、在华后期：再任副省会长与杭州晚年（1648-1659） 

阳玛诺担任延平住院院长至 1648 年 9 月，此时阳氏再度受命担任副省会长

并前往杭州。2何大化给予了阳玛诺非常高的评价：“在华传教人员与去年年信所

述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副省管理上有所变动，阳玛诺神父担任副省会

长。阳玛诺神父曾担任过 13 年副省会长，他丰富的经验可以弥补其已届高龄和

传教区物资匮乏的问题。”3阳玛诺首次任职时积累的丰富经验及其在中国长期传

教的资历，使其得到上级肯定并再次被任命为副省会长。 

尽管阳玛诺经验丰富，但也已 74 岁高龄，身体状态不佳。阳氏刚上任，便

遇上棘手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1677）控告汤若望案。安文思

针对汤若望任钦天监正及生活品德等诸方面发起攻击，此事在耶稣会内部掀起

巨大风波，直至汤若望去世才完全平息。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的相关信件、报告

累积两大卷宗。4耶稣会档案中藏有一封阳玛诺于 1650 年 6 月 16 日写给潘国光

（Francisco Brancati, 1607-1671）的书信，乃回复后者对汤若望事件的询问，可

从中略窥阳氏态度。首先，针对北京发生之事，阳玛诺表示自己未收到所谓关于

汤若望行为四十条的文件，但他会寄给潘国光两份发自安文思的文件以及傅汎

际的十条论点5以供潘国光和其他神父阅读。有一封安文思的书信阳玛诺没有寄

出，因为阳氏认为安文思在信中对汤若望行为的诸多解释可能只是想象；其次，

 
1 Anto nio de Gouveiã,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p. 403-404. 

2 Anto nio de Gouveiã,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 402. 阳玛诺此次任期为 1648-1654年。 

3 Anto nio de Gouveiã,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p. 386. 

4 此事参见魏特（Alfons Vã th）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 2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第

93-107页；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pp. 325-339. 

5 该文件列举了汤若望应当辞去钦天监监正的十点理由，由傅汎际签署，据称是阳玛诺和其他九名耶稣会

士的观点，邓恩认为此信为安文思本人所作，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p.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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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玛诺等人计划派卫匡国前往北京协助汤若望在钦天监的工作；最后，阳玛诺叮

嘱潘国光不要让辅理修士知晓北京发生的事情，阳氏在杭州住院也是这样做的，

但他无奈地表示，“住院内外的所有人比我还知道得多”。1由此可知，阳玛诺并不

完全相信安文思对汤若望的指控，而阳氏作为副省会长，有责任维护在华耶稣会

的声誉，将此事控制在仅会内神父知晓的范围。1653 年，阳玛诺派遣潘国光巡

阅北方传教区，并对汤若望一事进行调查，潘国光断定相关传言皆为谎言与谣传。

2尽管相关争议仍在持续，但年老多病的阳玛诺已难有精力应付。 

阳玛诺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在管理教会和照管教徒上已力不从心。1651 或

1652 年左右，阳氏已双目失明。31652 年，张玛诺（Manuel Jorge, 1621-1677）

陪同阳玛诺居于杭州住院。1653 年 7 月，张玛诺在阳氏许可下前往上海住院以

聆听关于中文书籍的解释，与此同时成际理（Feliciano Pacheco, 1622-1687）前

往杭州接替张玛诺。12 月，成际理因病返回上海住院治病，阳氏又将汪儒望（João 

Valat, 1614-1696）召至杭州住院。1654 年 12 月初，汪儒望奉曾德昭之命前往

北京，张玛诺受命再次回到杭州住院。4由此可知，阳氏已难以独自管理住院，

且身边需要其他耶稣会士照应。1655 年，杭州教会和教徒事务已交由张玛诺管

理，“因为住院长阳玛诺神父失明数年，年老体衰，在举行弥撒时甚至无法跪下

以敬拜圣体”。5 

 
1 Mãnuel Diãs Ju nior, Cãrtã ão pãdre Frãncisco Brãncãti (阳玛诺，《致潘国光神父》), 1650.6.16, Hãngzhou, 

ARSI, JS, 142, fls. 122-122v. 此信书写十分潦草，辨认起来颇有难度，或因阳氏视力下降之故，见下文。 

2 魏特，《汤若望传》第 2册，第 104页。潘国光是汤若望的坚定维护者。 

3 潘国光向双目失明的阳玛诺宣读了龙华民作于 1651年 8月 17日的书信，见魏特，《汤若望传》第 2册，

第 102页。阳玛诺讣告亦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里，因双目失明不耐烦的时刻多了些”，Feliciãno 

Pãchec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60, fl. 718. 

4 Mãnuel Jorge,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s ãnos de 1652,1653,1654 (张玛诺，《1652、1653、1654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1655.5.7, Hãngzhou, BA, JA, 49-Ⅳ-61, fl. 600. 

5 Mãnuel Jorge, A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s ãnos de 1652,1653,1654, fl.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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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9 年 3 月 1 日，1耄耋之年的阳玛诺离开人世，葬于杭州方井南。2通过

方豪对杭州大方井墓地碑文的抄录，一则简短的阳玛诺墓志得以留存：“阳演西

先生，译玛诺，圣名玛努阨尔（低亚斯）玻耳杜嘉尔国人，于万历庚戌年入中国，

于顺治己亥年月日卒，享年十岁。”处乃刻碑时因不详而留下的空白。

3此则墓志虽简，却是阳玛诺在华活动的重要证明。 

耶稣会史料则尤为详尽，可补墓志空缺处。《1660 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

附录之《1659 年杭州住院》载有阳玛诺讣告，简述了阳氏生平、事迹与葬礼，

实为最早的阳玛诺小传。4该文献对于阳玛诺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将其全

文翻译于此： 

 

“1659 年 3 月 1 日，阳玛诺神父逝世，84 岁高龄，在会 67 年，于中国

传教 40 多年，期间几乎总在负责管理传教区，曾担任巡阅使一职，后两次

担任副省会长长达 18 年，不仅受到下属爱戴，也深获上级满意。我们深切

怀念的尊敬的维特里斯奇神父曾特地写信感谢阳玛诺神父的忠诚与认真，在

这些年中以珍贵而伟大的才干，管理着修会的中国传教区。 

进入传教区后，阳玛诺神父付出巨大的勤劳与细心，投入到辛苦而乏味

的中文学习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写作了多本书籍。不仅我们的人感到非

常满意，中国人也十分尊敬他，他们惊讶于看到一个外国人在上了年纪之时

开始学习他们的文字和特别的写作方式，且在短短几年中，可以达到他们从

小就努力学习、付出辛劳艰难才能达到的水平。由于传教区贫困，这些书籍

中的大部分无法印刷。付梓的有：十四卷福音书，包括全年的主日以及主基

 
1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修会历史，以时间为顺序的死者名》记阳玛诺逝世日期为 1659 年 3月 4日，见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 185页。本文据阳氏讣告采 3月 1日之说。 

2 韩霖、张赓述，《圣教信证》，第 46页。 

3 方豪，《杭州大方井天主教古墓之沿革》，载《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自印本，1969），第 1944页。 

4 Feliciãno Pãchec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60, fls. 717v-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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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圣母、使徒和其他圣徒的节日；1对十诫的详细解释；2对在中国发现的

一块石头碑文的精致解释，从使徒圣多默时代到日本使徒圣沙勿略

（Francisco Xavier, 1506-1522）时代，其中对我们的圣律做了清晰而普遍的

概述。3未付梓的有：路易斯·格拉纳达修士（Luís de Granada, 1504-1588）

的教理问答书；4对圣母玛利亚教堂圣礼的学院派解释；5《蔑视世界》

（Contemptus mundi）。6 

在修会生活期间，阳玛诺神父始终表现出伟大而卓越的美德。无论是作

为个人还是上级，他身上总是凸显着无比的谨慎和非凡的耐心。他在领导和

管理下属时表现出谨慎、耐心，如此温和亲切地下达命令，以至于下属们乐

意执行他的命令。他在许多场合都表现出耐心，在这么多年的历程中，他极

少表现出一点点的不满和情绪。尤其是他非常能够忍耐，由于天主的旨意，

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里，因双目失明不耐烦的时刻多了些。神父极其严

格地遵守规则，话语很少，即使是在恰当时分说的话，也非常有分量和分寸，

且从未听他讲过别人的过错，无论多么轻微。 

阳玛诺神父对圣体圣事、主基督的受难和圣母怀有特别的虔诚。当他谈

 
1 《圣经直解》，《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辑第 17-19册，第 287-624，1-660，

1-582页。据阳玛诺自序，此书应完成于崇祯丙子即 1636年。 

2 《天主圣教十诫直诠》。 

3 《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正诠》，《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 1辑第 27册，第 447-

582页。 

4 暂未确定此为何书。格拉纳达，多明我会士、神学家，生于格拉纳达，著有多部书籍。 

5 暂未确定此为何书。 

6 即《轻世金书》。阳玛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应为天文书《天问略》，或因此书乃科学书籍而未被列

于讣告中。《圣教信证》所列阳玛诺著述有《圣经直解》《十诫真戒》《景教碑诠》《天问略》《轻世金书》

《避罪指南》《圣若瑟行实》《天神祷文》，见韩霖、张赓述，《圣教信证》，第 47 页。其中《天神祷文》

或即《圣若瑟祷文》。阳氏中文著述还有《代疑论》《天学举要》《默想书考》《钦主孝亲礼仪》以及同其

他耶稣会士合译的《圣教日课》及《圣教总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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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些至高无上的奥秘时，难以相信他是多么激动与虔诚，他是多么热泪盈

眶，以至于他在晚年长期的疾病中，似乎忘记了折磨他的痛苦，当他思考或

谈论这些事情时，使听众们也非常虔诚。最后，阳玛诺神父接受了圣礼，在

一个星期五（如前所述，概因神父对主的受难非常虔诚）离开了人世。 

教徒们得知阳玛诺神父去世，认为自己就像没有牧人的绵羊，没有父亲

的孩子，没有监护人的孤儿，他们立即匆匆涌向教堂，虔诚地为神父的灵魂

祈祷流泪，并连续多日频繁地做弥撒和其他虔诚的活动，直到安葬神父，陪

同至墓地。阳玛诺神父的墓地在很远的城墙外，非常庄严，大约有三百名教

徒陪伴着他，每人都点着蜡烛，手里拿着念珠，他们谦卑的行动和虔诚的祈

祷深深打动了异教徒。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总督1虽是异教徒，却是我们的好

朋友，他的教徒妻子阿戈达（Agoda）得知神父去世后，送来了大量的香烛，

听说神父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前往墓地，她感到非常欣慰。”2 

 

上述讣告简明扼要地描述了阳玛诺的人物特征。首先，阳玛诺长期担任耶稣

会中国副省会长，承担管理传教区的重要职责，获得上级与下属的赞扬。其次，

阳玛诺刻苦学习中文，汉文水平高，著述丰厚，积极践行了书籍传教策略。最后，

除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外，阳玛诺在生活中是一个谨慎耐心、温和亲切、隐忍少

言且严格遵守规则之人。 

五、结论 

阳玛诺是明清来华耶稣会士中的一名，他在众多性格迥异、个性鲜明的传教

士中似乎显得格外普通，或许其谨慎少言、严格自律、温和服从的性格特征使其

 
1 佟国器，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 262-266页。佟国器于顺治十六年（1659）为阳玛诺《天

主圣教十诫直诠》作序。 

2 Feliciãno Pãcheco, Cãrtã ã nuã dã vice-proví nciã dã Chinã do ãno de 1660, fls. 717v-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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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记述中相对“默默无闻”。然而，通过对阳玛诺在华活动的研究，可以发现

阳玛诺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从中国天主教史的角度来看，阳玛诺在华半个世纪的活动轨迹可谓中国天

主教史在这一时期的缩影，期间中国天主教会经历了利玛窦去世后的平稳发展，

南京教案的沉重打击，教案后的恢复与扩张，托钵修士入华与福建教案引发的波

折以及明清战争造成的破坏。作为在华耶稣会的领导人物，阳玛诺在南京教案后

恢复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在担任耶稣会首任中国副

省会长期间促进了传教区的稳定和发展。 

从中西交流史的角度来看，阳玛诺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叶向

高等著名信教、友教士人交往颇多，作为明清中国的“边缘人物”，亦曾两度进京，

结交朝中官员，推动译书修历计划，参与募兵铸炮之事。阳氏所编撰的天文与宗

教书籍是明清中西科学与思想文化交流的见证。 

利玛窦于 1610 年去世，阳玛诺恰于此年进入中国内地，其在华经历尤其体

现了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士对适应策略的重新确认与最终选择。在本文的论述

中，可以看到阳玛诺在南京教案爆发后对适应策略的认可，在争取耶稣会士在华

合法活动中对书籍与科学传教策略的运用，在译名之争中对术语本土化的赞同，

在礼仪问题与福建教案中对中国礼仪的容忍。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先生在《利玛窦：因人成己》一文中证明，“利

玛窦规矩”并非利玛窦个人独创的结果，中国这一“他者”在“利玛窦规矩”的形成过

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正是他者塑造了利玛窦。1阳玛诺对利玛

窦传教方法的继承与中国本土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是阳氏在与中

国本土环境的持续互动中做出的选择，受到其个人在华经历的深刻影响。“利玛

窦规矩”的形成离不开“他者”，利玛窦的继承者们同样受到了中国环境与自身经

 
1 钟鸣旦（Nicolãs Stãndãert）著，代国庆译，《利玛窦：因人成己》，《学术研究》2012年第 8期，第 86-

92页。 



 

255 

 

中国基督教研究 2026 年 12 月第 27 期 JRCC, No. 27, 2026 

历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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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uel Dias Júnior is an important Jesuit in the history of Catholicism 

and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ias 

entered the mission in 1610 and died in Hangzhou in 1659, having been in China 

for about half a century. He translated Western astronomical and calendar books 

in Beijing, was recommended for the recruitment of Portuguese soldier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artillery, went through three religion cases of Shaozhou, 

Nanjing, and Fujian, was the Vice-Provincial of Jesuit province of China twice and 

totally for 18 years, and preached in Zhejiang, Jiangxi, Fujian and other provinces. 

As a leading figure among the Jesuits in China, Di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storation of Jesuit enterprise in China after the Nanjing religion case,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ssion while being the first 

Vice-Provincial. Having friendship with Xu Guangqi, Li Zhizao, Yang Tingyun, 

Wang Zheng, Ye Xianggao and other Chinese Christians or sympathizing literati 

and officials, devoted to realizing the modification of Chinese calendar with 

Western books, and having compiled several astronomical and Catholic books, 

Dias contributed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environment and his own experience in 

China, Dias put into practice the policy of accommodation that was formed by 

Matteo Ri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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